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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臨場感對中國鄉村居民網路人際交往
的影響—社會心理學視角

金恒江、李拓、余來輝

摘要

本文以社會臨場感理論為理論基礎，通過問卷調查收集資料探討

作為社會心理學因素的社會臨場感對中國鄉村網路人際交往的影響。

通過實證分析，結果顯示：社會臨場感越高的鄉村居民，他們的網路

人際交往品質（網路人際參與和感知交流效率）和網路人際交往強度（熟

關係互動強度和陌生關係互動強度）就越強。此外，社會臨場感對鄉

村居民網路人際交往品質（網路人際參與和感知交流效率）和網路人際

交往強度（熟關係互動強度和陌生關係互動強度）的影響能夠通過情緒

回應的仲介效應發揮積極影響。這一研究結果表明，媒介使用的心理

感知因素對用戶的交往行為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同時也能夠引發討

論。我們認為新媒體使用的社會心理學視角，應該成為一種重要的人

際交往解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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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social presence theory to explain network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data from a survey, 

results indicate that rural residents with a stronger sense of social presence 

have a higher network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quality (network of 

interpersonal participation and perceived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and a 

network of interpersonal contact intensity (interaction intensity with 

acquaintances and strangers). In addition, the influence of such quality and 

intensity plays a positive role via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response. It 

suggests that perception factors significantly affect users’ interaction behaviors. 

It also suggests that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should receive more 

research attention in th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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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鄉村互聯網建設是鄉村資訊化建設與發展的重要基礎，是鄉村現

代化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方面，對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意義重大而

深遠（李偉，2014）。截至2015年12月，中國農村線民規模達1.95億，

年增長率為9.5%。城鎮線民規模為4.93億，城鎮線民增長幅度為
4.8%。線民中農村線民佔比28.4%，較去年上升了0.9個百分點。從資

料可以看出，農村互聯網的滲透力呈逐漸擴大的趨勢。正是由於這種

不斷發展的趨勢，新媒體對農村的嵌入式影響越來越深。考慮到這背

後潛藏的商業機會和學術價值，業界和學界都相繼進行了許多的討

論。諸如業界對用「互聯網改變農村」（潘玥斐，2019；陸峰，2018；

高尚全，2015）、「淘寶村建設」（李紅玲、張曉曉，2018；范軼琳、姚

明明、吳衛芬，2018；周大鳴、向璐，2018）等議題的探討，討論互聯

網給農村經濟以及電商企業帶來的巨大價值和投資與發展機會。而學

界則在「城鄉數位鴻溝發展」（鄭曉迪，2017；李健、鄔曉鷗，2017；湯

景泰、李興麗，2014）、「互聯網／社交媒體在農村地區傳播擴散機制」

（譚天、 王穎、 李玲，2015； 葉明睿，2014； 郝曉鳴、 趙靳秋，
2007）、「農村地區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策略」（戴序、董亞文，2019；馮

興元，2018；何婧、田雅群、劉甜、李慶海，2017）等議題上進行理論

與應用問題的研究。不管是業界的商業投資，還是學界的理論對話，

這些討論都表明，互聯網的嵌入，尤其社交媒體在農村地區的擴散與

採納，正在給中國農村地區的經濟與文化建設帶來了新的機遇，同時

也深刻影響著農村的日常生活和交往方式。

尤其作為中國社交軟體代表的微信（WeChat），在短短的幾年時間

發展成為超過半數中國居民使用的社交軟體，成為了中國人最為主要

的溝通與社交方式之一（Huang & Zhang, 2016; Xie, Putrevu, & Linder, 

2017；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2017）。正如其廣告語「微信，是一種

生活方式」所言，微信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向使用者私人生活領域的嵌

入，被認為是中國互聯網速度的典型代表（Gan & Wang, 2015; Lin, Zhu, 

& Lu, 2017）。以往研究顯示，社交網路能夠有效地維繫和建構人際關

係（詹恂、嚴星，2013；胡春陽、周勁，2015），在鞏固、強化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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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拓展弱關係鏈，提高用戶的社會資本（朱煒等，2014；周懿

瑾、魏佳純，2016）。同時，社交網路也成為了資訊的獲取和傳播的平

台（謝靜，2016），使用者能夠通過社交網路中的公眾號、自媒體和關

係鏈獲取資訊，也能夠通過朋友圈和自媒體發佈資訊。另外，一些社

交網路，諸如微信、QQ等所具有的即時對話、發送文本、圖片、表

情、語音等的功能，免去了以往手機通話和短信往來的費用問題，且

強化了用戶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面對面交流感，遊戲等功能也進一步滿

足了用戶的娛樂需求。從這些方面來看，社交網路打破了以往單向發

展的模式，整合了多種實用功能，成為新媒體中的典型代表。

正是對這些功能的需求和滿足，社交網路得到了鄉村居民的認可

和接納，成為鄉村居民使用較多的新媒體，這也是我們關注鄉村居民

社交網路使用的基礎所在。另外，社交網路的確對鄉村居民產生了一

定的影響。孫信茹（2016）通過對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民族志考察發

現，微信能夠讓村民在實現完全自我參與式文化「書寫」的同時，也讓

村民實現關係間的緊密和多元互動。另外，村民通過微信群進行輿論

監督、鄰里關係的維繫，甚至開展媒介動員等活動，將「離散化」的村

莊再次聚合，實現鄉村秩序的再維繫（牛耀紅，2017）。兩方面的原因

都表明，社交網路作為新媒體典型的代表，已經深深地嵌入到鄉村社

會中，影響著鄉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改變著鄉村的結構變遷和發展。

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城鄉、階層、代際高度異質性的國家，不

同地區、不同社會階層以及城鄉之間的社交網路的實際使用情況和使

用目的往往不盡相同（Huang & Zhang, 2017；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
2017）。中國城市居民往往更加傾向於使用社交網路進行社會交往、職

業拓展以及商業交流（企鵝智酷，2017）。而中國鄉村居民則更傾向於

使用社交網路進行強關係拓展和維護，但在具體的功能使用和使用頻

率上仍然相比城市居民較少（葉明睿，2014；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
2017）。儘管鄉村使用者和城市使用者在社交網路上存在一定差異，但

是我們不可否認的是社交網路在中國的興起卻打破了城鄉之間的隔

閡，顯著地加強了城鄉之間的聯繫。社交媒介的出現使得越來越多的

人可以在通過社交媒體加強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時，贏取更大的社會資

本（鄭永年，2014）。社交網路的普及不僅增強了中國鄉村與城市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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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繫，也改變了幾千年來中國鄉村居民的交往與生活方式，顯著增

進交往物件與使用者之間的人際關係，為使用者提供情感支援與社會

支援（林銘、朱藝華、盧美杏，2017）；促使鄉村居民的交往方式從早

期的首級群體社會關係的拓展和維護逐漸向泛社交轉向；改變了長久

以來中國鄉村居民資訊獲取和分享的方式（Li, Luo, & Zhang, 2016）。

對於社交網路／新媒體給個體人際交往帶來的這一結果，我們覺得

無可厚非，正如前面所述，新媒體，尤其社交網路的使用確會給個體

的人際關係、人際互動以及社會資本，甚至使用方式，其他日常生活

帶來巨大影響。但這一關注模式不可避免地會帶上技術決定論的色

彩，而我們希望的是，在關注媒介技術本身帶來的影響時，也應該和

需要關注個體使用媒介所產生的社會心理因素帶給他們的影響。也就

是說，就鄉村居民的人際交往而言，在關注其新媒體／社交網路這一外

在技術使用表徵的同時，對於鄉村居民新媒體／社交網路使用所產生的

社會心理因素，即鄉村居民使用新媒體的社會心理感知對其人際交往

的影響，也應成為研究的重點討論議題。新媒體使用的社會心理因素

是站在心理學研究路徑的基礎上討論，注重從個體新媒體使用心理層

面對個體意識和行為加以研究。

此前許多研究表明，虛擬環境有助於促進社交互動（Childress & 

Braswell, 2006; Cole & Griffiths, 2007; Martey & Stromer, 2007）。然而

對於是什麼因素導致這種影響的發生還知之甚少（McCreery, Vallett, & 

Clark, 2015）。有學者針對線上課程的研究發現，社會臨場感是網路互

動的關鍵因素（Tu & McIsaac, 2002）。社會臨場感是個體從媒介中所感

知到的主觀品質（subjective quality）或者媒介允許親密和即時性的程度

（Lowry, Roberts, Jr, Cheney, & Hightower, 2006）。該理論認為受眾在使

用媒介的過程中能真實地感知到他人的存在以及由此所帶來的個體心

理感受，如親密性、心理捲入度等。這種對他人存在的感知程度和心

理狀態是影響個體使用媒介構建人際交往程度的重要社會心理因素（呂

洪兵，2013：47）。有研究表明，社會臨場感越高，對於群組成員間的

討論品質和傳播內容的豐富性等都具有較大的積極影響（Lowry et al., 

2006）。所以，從社會臨場感理論這一社會心理學視角進一步地探討中

國鄉村居民的人際交往問題是較為合適且必要的。另外，有學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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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臨場感越強，SNS用戶的情緒回應度越高（Gao, Liu, & Li, 

2017）。而在人際交往過程中，情緒則能夠減少鄉村居民在社會互動中

的不確定性，帶來關係的聚合和互動雙方的相互承諾（Lawler & Thye, 

1999）。由此也可以看出，情緒因素也是影響人際交往的一個重要 

因素。

基於此，本研究旨在建立相應的理論模型，探討作為新媒體使用

的社會心理因素，即社會臨場感是否會對鄉村居民網路人際交往產生

影響，且這種影響是否也會通過個體情緒回應而產生。這一研究路徑

還在於指出，新媒體使用的心理學因素作為心理學研究路徑的新方

向，與技術決定論和傳統的文化決定論相對而言，理應也成為學術研

究關注的重要取向。另外，隨著社會的發展，新技術的不斷出現，鄉

村勢必會成為新技術傳播與採納的新「領地」，鄉村振興也會極大受到

互聯網和新媒體帶來的影響。所以，本研究也能對未來鄉村傳播研究

提供學理性的思考。

文獻綜述

社會臨場感理論

作為社會心理學重要概念，社會臨場感（social presence theory）指

的是受眾在使用媒介的過程中所感知到他人存在的程度，即共在意識

（co-conscious）。該理論的出現意味著技術實現了麥克盧漢所言的「人的

延伸」，其與親身接觸一樣可以帶給使用者虛擬的在場感。同時，社會

臨場感理論也認為，在傳播過程中，媒介具有親密性（warm）和有用性

（usefulness）（Hassanein & Head, 2007）。具體而言，媒介使用者可以通

過媒介傳播資訊、互動溝通，實現功能層面的傳播。在這一過程中，

受眾被視為是「真實的人」，而非技術幻象。其他受眾則可以感知到此

人的存在。同樣，受眾使用中能夠有著明顯的親密性和心理參與感

（Short, Williams, & Christie, 1976）。

該理論由Short，Williams和Christie三位學者提出。儘管時至今日

學界對於社會臨場感的具體內涵存在爭議（Biocca, Harms, & Burg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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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但是大多數學者認為社會臨場感理論承認並指出了通過技術所

搭建的虛擬空間與現實交往一樣，能讓媒介使用者感知到與他人互動

的真實性與親密性，產生較強烈的歸屬感，這種對他人存在的感知程

度和親密程度是受眾選擇和接納這一媒介的至關重要因素（DeSchryver, 

Mishra, Koehleer, & Francis, 2009）。

具體而言，社會臨場感的理論包含三個層面的內涵。其一是心理

參與感，如在Tu和McIsaac看來，這種技術帶來的個體參與感知成為

了用戶選擇互聯網作為溝通工具的重要原因（Tu & McIsaac, 2002）。早

期線上教育與社會臨場感的研究也指出，這種個體參與感構成了社會

臨場感的基礎，也使互聯網線上教育的普及成為了可能。其二則是共

在意識，Short等（1976）在最初的研究中就指出，技術的使用能夠提供

個體對於他人存在的感知，而這種感知是個體擺脫孤獨，融入線上交

流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其三是親密性，由於線上社區使用能夠對他

人存在產生心理感知，因此在這種溝通和交流中，親密性透過電子媒

介傳遞給使用者，形成心理層面的親密感。特別是社交媒體出現之

後，這種親密性的研究呈現出明顯的增加趨勢。

社會臨場感的研究較為豐富，但其涉及的領域卻並不均衡。相對

而言，資訊通訊（Yoo & Alavi , 2001）、線上教育（Tung & Deng, 2007）

和行銷領域（Fortin & Dholakia, 2005）的社會臨場感研究較為豐富，其

他領域相對較少。不過，隨著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發展，社交媒體與

社會臨場感之間的關係正在受到研究者的關注（Robinson et al., 2015）。

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以社會臨場感為視角，探究社交媒體使用帶給使用

者的歸屬感以及媒介依賴（Gao et al., 2017）。也正是基於此，我們也從

社會臨場感的角度出發，對中國鄉村居民社交網路使用行為進行研

究，探討其中的影響機制。

社會臨場感對人際交往的影響

媒介的社會臨場感越高，則表明該媒介具有較高的社交型、溫暖

和人際聯繫。也就是說，社會臨場感涉及的是媒介允許個體使用者與

其他使用者之間建構人際交往的程度（呂洪兵，2013：47）。該理論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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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傳播媒介具有不同程度的社會臨場感，而這種差異是使用者用來確

定交往方式的一項重要衡量指標（呂洪兵，2013：48）。也正是基於

此，這一理論也逐漸被運用於基於媒介技術的人際交往研究中。
Kehrwald（2010）通過對線上學習環境中互動行為的研究，他認為

社會臨場感與人際交往之間存在互補的關係，社會臨場感能夠帶來人

際交往的建構與改善，對促進人際關係和互動社交過程都有支援作用

（Tu & McIsaac, 2002），同時社會臨場感對於網路群組的人際交往品質

也起到了積極的影響（Lowry et al., 2006）。但另一方面，這一觀點也得

到了挑戰。Blocher、Tu、Yen及Chan（2012）從認知（cognitive）、社交

（social）、網路連接（networking）和融合（integration）四個維度衡量了開

放網路學習環境（ONLE）互動，他們發現社會臨場感對開放網路學習

環境（ONLE）互動的認知和社交維度具有預測作用，但對網路連接和

融合維度沒有顯著影響。這也表明，在開放網路學習環境（ONLE） 

和電腦仲介式傳播（CMC）中社會臨場感對互動交往具有不同的效 

應（Tu et al., 2012）。

此外，在微觀層面，社會臨場感也發揮著一定的正向引導作用。

作為在媒介技術傳播中的新方式，社會臨場感能夠與親密性建立良好

的影響關係，並促進關係的親密發展（Gooch & Watts, 2011, 2014）。這

一定程度上也能體現，社會臨場感對個體人際交往品質能夠產生影

響。另外，也有研究表明，社會臨場感與社會資本有著密切的聯繫，

尤其是社會臨場感與橋接型社會資本的關係（Oztok, Zingaro, Makos, 

Brett, & Hewitt, 2015），這一觀點認為社會臨場感更多地與弱關係之間

的交往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強關係。由此可推出，社會臨場感與人際

交往強度間存在一定的影響。

基於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1（Q1）：社會臨場感是否會對中國鄉村居民的網路人際交

往品質產生顯著影響？若這種影響存在，那麼

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研究問題2（Q2）：社會臨場感是否會對中國鄉村居民的網路人際交

往強度產生顯著影響？若這種影響存在，那麼

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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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回應的仲介效應

Mehrabian （1995）認為情感具有愉悅度（pleasure）、喚醒度（arousal）

和優勢度（dominance）三個方面，即PAD情緒狀態模型。該模型指出，

愉悅度是情緒的積極或消極表現，如幸福和痛苦；喚醒度是指個體生

理啟動水準和警覺性，如昏昏欲睡到激動；而優勢度則是個體對情境

或他人的控制狀態。Eroglu等（2003）指出，在研究網路中的情緒時一

般用愉悅度和喚醒度來呈現個體的情緒狀態。因此，本研究在探討中

國鄉村居民社交網路使用情緒回應時也僅借鑒PAD情緒狀態模型中的

愉悅度和喚醒度情緒。
Eroglu等（2003）通過對線上商店的氛圍（atmosphere）和購物者的

反映進行研究，他們發現網路氛圍（site atmosphere）能夠顯著正向地影

響購物者的愉悅度和喚醒度，進而影響購物者的態度和滿意度。社會

臨場感理論也強調媒介的氛圍對受眾的影響。在針對SNS的研究上，
Mustapha及 Henri（2016）發現，社會臨場感越強，SNS用戶的享受感知

（enjoyment）就越強。

此外，情緒對受眾的評價、決定和行為具有同化的影響（Zhang, 

Lu, Shi, Tang, & Zhao, 2012），大量的文獻也探討了不同情緒對人際信

任和人際互動的影響（何曉麗，2013；高培霞，2015）。積極的情緒不

僅有助於關係信任和友誼的發展，還能夠提高與關係緊密的他人的一

致感（Fredrickson, Cohn, Coffey, Pek, & Finkel, 2008）。何曉麗（2013）

在圍繞積極情緒對人際互動的研究後發現，積極情緒對熟悉人的人際

互動影響顯著要高於對陌生人的人際互動影響，但在合作競爭情境

下，積極情緒也會對陌生人的人際互動產生積極顯著效應。此外，在

高低風險情境下，積極情緒對熟關係的人際互動也具有正向預測作

用。基於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H1）：情緒響應（愉悅度和啟動度）在社會臨場感對鄉村居

民的網路人際交往品質和網路人際交往強度上起著仲

介效應。

基於以上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設，故本文提出研究框架（圖一）：在

考慮控制了人口學因素、人格特質和社交網路使用模式、情緒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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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檢驗作為引數的社會臨場感是否會對鄉村居民的網路人際交往效

果（網路人際交往品質和網路人際交往強度）產生影響。此外，將情緒

回應作為仲介因素，檢驗社會臨場感是否會通過這一仲介效應對網路

人際交往效果（網路人際交往品質和網路人際交往強度）產生影響效應。

研究框架是在控制人口學特質，人格特質這些傳統心理特質因

素，以及社交網路使用模式這一具有技術決定論研究路徑的因素後，

來檢驗社會臨場感這一作為新媒體使用的社會心理學因素是否會對鄉

村居民網路人際交往效果產生顯著影響。

圖一 研究的框架圖

研究設計

資料來源

Ⅰ. 資料獲取

根據地理區域均衡（geographical equilibrium）原則，為了更具代表

性地呈現出中國大陸鄉村居民的整體情況，本研究分別選取東部的山

東省鄉村和江蘇省鄉村、中部的湖南省鄉村和江西省鄉村，以及西部

的雲南省鄉村、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甘肅省鄉村為調查地

點。選取這三個地域省份的鄉村為樣本收集地，主要的理由是無論是

在人口因素、經濟發展水準還是文化特徵（習俗）方面，三個地域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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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差異，且所選省份都能較好地代表和反映相應區域的情況（張

明新、韋路，2009；Huang & Yang, 2006）。同時，省份的選擇還兼顧

了對文化和少數民族鄉村居民組成的考量，如西部地區的三個省份鄉

村多為少數民族聚集村。

因為涉及到三個地域六個不同省份鄉村的調查，考慮到人力、成

本，以及語言（方言）溝通等的因素，研究者通過人際關係招募分別來

自山東省、江蘇省、湖南省、江西省、雲南省、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和甘肅省的鄉村居民，將他們作為在當地實施問卷調查的執

行者。招募原則是：一應具有責任心，且具有一定社會調查經驗；二

是居住在該省份鄉村地區。

此外，考慮到不是所有鄉村居民都會使用社交網路，且很難判定

具體每個村使用社交網路的情況如何，所以研究採取方便抽樣和滾雪

球抽樣相結合的方法收集資料。最終研究一共招募到39人，其中山東

省7人，江蘇省6人，湖南省6人，江西省6人，雲南省5人，湖北省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人，以及甘肅省7人。通過對他們進行培訓和考

察後，要求他們於2018年1月到2018年3月在自己鄉村以及鄰近鄉村

進行問卷調查。每人負責40份問卷。研究一共發放1,560份問卷，回收
1,442份，在剔除了填答有規律性和未填寫完成的無效問卷後，共保留

了有效問卷為1,274份，完成率為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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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樣本量的分佈情況

地域 省份 樣本獲得數
省份樣本總數

（有效數）

地域樣本總數

（有效數）
有效總樣本量／分析樣本量

東部

山東省：

臨沂市 75

264（227）

488（437）

1,274／1,162

泰安市 38

青島市 75

淄博市 76

江蘇省：

鎮江市 78

224（210）常州市 75

無錫市 71

中部

湖南省：

長沙市 116

229 （207）

459（416）

嶽陽市 35

衡陽市 38

湘潭市 40

江西省：

上饒市 157

230（209）德興市 37

南昌市 36

西部

雲南省：

紅河州 111

172（126）

495（421）

大理州 33

文山州 28

甘肅省：

定西市 40

254（224）張掖市 77

臨夏回族
自治州

137

湖北省：

恩施 80 80（71）

註：按照西部大開發計劃既定以及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協調的範圍，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屬於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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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資料加權、最終分析樣本量與樣本基本情況

根據「2016年中國農村線民規模數量及發展趨勢預測」，中國農村

線民的性別結構為男性與女性比例為：55／45。本研究的所獲得樣本總

量為1274，其中男性為639份，女性為635份。根據「2016年中國農村

線民規模數量及發展趨勢預測」提供的性別構成基本統計，保留所有男

性的有效樣本639份，並從女性有效樣本中隨機剔除112份（東部：男

性為224，女性為213；中部：男性為161，女性為255；西部：男性為
254，女性為167。所以考慮到地域內部男女樣本的分佈情況，西部 

地區的女性樣本保留不剔除，而隨機從東部女性樣本中剔除12份，從

中部女性樣本中剔除100份），得到與總體比例一致的女性樣本（N = 

523），合併構成分析樣本N = 1,162。由於缺乏其他農村線民的人口統

計變數描述，研究僅根據性別對原始資料進行加權處理。

經過統計，調查樣本的年齡分佈情況為18歲以下佔5.80%，18–24

歲佔比42.54%，25–30歲佔21.42%，31–35歲佔10.75%，36–40歲佔
9.10%，41歲及以下10.36%。民族成分方面，少數民族佔28.10%，漢

族佔71.90%；教育程度方面，小學及以下佔29.90%，初中佔29.27%，

高中或中專佔16.01%，大專及以上佔24.72%；婚姻狀況方面，已婚的

鄉村居民佔46.86%，未婚的佔53.14%。

中國鄉村居民在社交網路的使用上，使用最多的是微信及微信 

朋友圈，佔95.76%；QQ及QQ空間為78.25%；微博為39.95%；陌陌

佔8.21%；貼吧（如百度貼吧等）佔14.83%；論壇（如天涯論壇等）佔
7.14%；使用其他社交網路，如blued、知乎等佔4.08%。在社交網路 

的使用時長上，使用小於30分鐘的佔8.24%，30–60分鐘以內的佔
20.80%，60–90分鐘以內的佔23.07%，90–120分鐘以內的佔15.62%，

使用時間高於120分鐘的佔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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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變項

為了保證研究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在變數的測量上，借鑒已有文

獻中的測量題項，並根據中國鄉村居民的情況進行相應調整。具體測

量量表題項和信效度如下：

Ⅰ. 鄉村居民的網路人際交往效果

1. 鄉村居民的網路人際交往品質

根據McMillan及Hwang（2002）和 Kim、Song及 Luo（2016）的研

究，共採用7個題項加以測量。測量題項全部採用5級李克特（1為非常

不同意，5為非常同意）。

研究對於7個題項做探索性主成分因素分析，並採用具有Kaiser標

準化的正交旋轉法進行旋轉，共析出2個因素。

表二 鄉村居民的網路人際交往品質因素分析
a

成分

因素1 因素2

我能在社交網路中獲取或發佈資訊 .83 .02

我在社交網路中主動地參與交流、評論 .64 .34

在社交網路中，我會與其他人分享資訊 .80 .19

在社交網路上，我進行了有效的溝通 .64 .39

在社交網路上，我對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更滿意 .31 .75

在社交網路上，人與人之間傳播的資訊更真實 .04 .86

通過社交網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更便捷，更深入 .28 .77

Eigenvalue 2.35 2.22

可解釋的變異量 33.70% 31.76%

註：提取方法：主成分；旋轉法：具有Kaiser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a
 旋轉在3次反覆運算後

收斂

依旋轉後各題項的因素載荷大小，我們將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網路

人際參與」和「感知交流效率」。其中網路人際參與（Cronbach’s α = .78） 

包含「我能在社交網路中獲取或發佈資訊」、「我在社交網路中主動地參

與交流、評論」、「在社交網路中，我會與其他人分享資訊」和「在社交

網路上，我進行了有效的溝通」四個題項；感知交流效率（Cronb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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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77）包括「在社交網路上，我對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更滿意」、「在社

交網路上，人與人之間傳播的資訊更真實」和「通過社交網路，人與人

之間的交流更便捷，更深入」三個測量題項。因素分析的KMO值

是 .84，Barlett test的顯著程度p值為 .000，兩個因素總共解釋了65.47%

的變異量。

2. 鄉村居民的網路人際交往強度

根據網路人際交往的定義，即在網路中與他人進行交流的行為，

自設6個題項對鄉村居民的網路人際交往強度加以測量。測量題項全部

採用5級李克特（1為非常不同意，5為非常同意）。

研究對於6個題項做探索性主成分因素分析，並採用具有Kaiser標

準化的正交旋轉法進行旋轉，共析出2個因素。

表三 鄉村居民的網路人際交往強度因素分析
a

成分

因素1 因素2

我通過社交網路與家人和親戚的交流變強 .13 .80

我與朋友通過社交網路的聯繫變多 .28 .79

我與工作／學習上的夥伴（老師）通過社交網路交往的時間變多 .24 .77

我與社交網路中的陌生人交流變多 .76 .31

在社交網路上，我與不認識的人交流的時間變長 .83 .26

我每天都會與社交網路中的好友（不認識的人）交談 .83 .11

Eigenvalue 2.12 2.05

可解釋的變異量 35.33% 34.17%

註：提取方法：主成分；旋轉法：具有Kaiser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a
 旋轉在3次反覆運算後

收斂

依旋轉後各題項的因素載荷大小，我們將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熟

關係網路互動強度」和「陌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其中熟關係網路互動

強度（Cronbach’s α = .76）包含「我通過社交網路與家人和親戚的交流

變強」、「我與工作／學習上的夥伴（老師）通過社交網路交往的時間變

多」和「我與朋友通過社交網路的聯繫變多」三個題項；陌生關係網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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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強度（Cronbach’s α = .79）包括「我與社交網路中的陌生人交流變

多」、「在社交網路上，我與不認識的人交流的時間變長」和「我每天都

會與社交網路中的好友（不認識的人）交談」三個測量題項。因素分析

的KMO值是 .81，Barlett test的顯著程度p值為 .000，兩個因素總共解

釋了69.50%的變異量。

Ⅱ. 社會臨場感

根據Hassanein, K. & Head（2006）和Lu, Fan, & Zhou（2016）、Gao 

et al.（2017）以及社會臨場感的內涵（Short et al., 1976），共採用10個題

項加以測量。測量題項全部採用5級李克特（1為非常不同意，5為非常

同意）。

研究對於10個題項做探索性主成分因素分析，共析出1個因素，

得到的成分矩陣如下。

表四 社會臨場感因素分析
a

測量題項 因素載荷

社交網路有一種與人交流的感覺 .65

我感覺社交網路就像人一樣，有一種真實感 .66

社交網路中有一種社會交往的感覺 .69

社交網路有一種人類的溫暖感 .70

社交網路就像人一樣，有一種知覺感 .65

我、社交網路和其他相關各方之間存在一種親近感 .67

社交網路和其他相關各方會密切關注我 .68

我會密切關注社交網路和其他相關各方 .69

我能感知到社交網路和其他相關各方的存在 .68

我感覺在社交網路中有人在接近我 .71

Eigenvalue 4.65

可解釋的變異量 46.53%

註：提取方法：主成分；a
 已提取了1個成分

社會臨場感的Cronbach’s α = .87。因素分析的KMO值是 .90，Barlett 

test的顯著程度p值為 .000，因素總共解釋了46.53%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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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情緒回應

1. 愉悅度

根據MehrabianA（1995）的研究，共採用4個題項加以測量。測量

題項全部採用5級李克特（1為非常不符合，5為非常符合）。

研究對於4個題項做探索性主成分因素分析，並採用具有Kaiser標

準化的正交旋轉法進行旋轉，共析出1個因素。

表五 愉悅度的因素分析
a

測量題項 因素載荷

社交網路能讓我心情高興 .87

社交網路能讓我開心 .86

社交網路讓我感覺很好 .83

我在社交網路裡玩得很開心 .83

Eigenvalue 2.88

可解釋的變異量 72.02%

註：提取方法：主成分；a
 已提取了1個成分

愉悅度的Cronbach’s α = .87。因素分析的KMO值是 .82，Barlett 

test的顯著程度p值為 .000，因素總共解釋了72.02%的變異量。

2. 啟動度

根據MehrabianA（1995）的研究，共採用4個題項加以測量。測量

題項全部採用5級李克特（1為非常不符合，5為非常符合）。

研究對於4個題項做探索性主成分因素分析，並採用具有Kaiser標

準化的正交旋轉法進行旋轉，共析出1個因素。

表六 啟動度的因素分析
a

測量題項 因素載荷

社交網路讓我感到刺激 .86

社交網路能讓我興奮 .86

社交網路能讓我頭腦清醒 .82

社交網路讓我讓我生活、工作等充滿動力 .81

Eigenvalue 2.80

可解釋的變異量 70.01%

註：提取方法：主成分；a
 已提取了1個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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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度的Cronbach’s α = .85。因素分析的KMO值是 .79，Barlett 

test的顯著程度p值為 .000，因素總共解釋了70.01%的變異量。

Ⅳ. 鄉村居民的社交網路使用模式

根據Lee、Park、Na及Kim（2016）和林功成、李瑩和陳錦芸（2016）

以及韋路、陳穩（2015）的研究，共採用10個題項加以測量。測量題項

全部採用5級李克特（1為非常不同意，5為非常同意）。

研究對於10個題項做探索性主成分因素分析，並採用具有Kaiser

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進行旋轉，共析出3個因素。

表七 鄉村居民社交網路使用模式的因素分析
a

測量題項
成分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我不常在社交網路上講述關於自己的事情（反向賦值） .18 .82 .11

我不常在社交網路上呈現自己的信念或意見（反向賦值） .07 .87 .01

當我在社交網路上表達感受時，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和在說什麼

.15 .60 .10

在社交網路中與好友一起玩網路遊戲 .12 .17 .73

在社交網路中觀看搞笑視頻 .14 .16 .75

通過社交網路收聽感興趣的音樂 .13 .15 .76

在社交網路中獲取搞笑段子 .13 .18 .72

在社交網路中分享照片、視頻、圖片等 .74 .09 .09

上網搜索新聞事件或話題 .68 .18 .10

轉發資訊給好友，或分享到社交網路群裡 .69 .16 .14

Eigenvalue  1.80 1.91 1.59

可解釋的變異量  15.20% 18.62% 24.06%

註：提取方法：主成分；旋轉法：具有 Kaiser 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a 旋轉在5次反覆運算後

收斂

依旋轉後各題項的因素載荷大小，我們將三個因素分別命名為「網

路資訊分享」、「網路自我表露」和「網路娛樂活動」。

網路資訊分享（Cronbach’s α = .70）包含「在社交網路中分享照片、

視頻、圖片等」、「上網搜索新聞事件或話題」、「轉發資訊給好友，或

分享到社交網路群裡」三個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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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自我表露（Cronbach’s α = .74）包括「我不常在社交網路上講

述關於自己的事情」、「我不常在社交網路上呈現自己的信念或意見」、

「當我在社交網路上表達感受時，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和在說什麼」

三個測量題項。

網路娛樂活動（Cronbach’s α = .82）包括「在社交網路中與好友一

起玩網路遊戲」、「在社交網路中觀看搞笑視頻」、「通過社交網路收聽

感興趣的音樂」、「在社交網路中獲取搞笑段子」四個測量題項。

因素分析的KMO值是 .89，Barlett test的顯著程度p值為 .000，三

個因素總共解釋了57.88%的變異量。

Ⅴ. 人格特質

根據周志民、張江樂和熊義萍（2014）的研究，共採用8個題項加

以測量。測量題項全部採用5級李克特（1為非常不符合，5為非常 

符合）。

研究對於8個題項做探索性主成分因素分析，並採用具有Kaiser標

準化的正交旋轉法進行旋轉，共析出2個因素。

表八 人格特質的因素分析
a

測量題項
成分

因素1 因素2

我是孤獨的 .14 .75

我是內向的 .12 .75

我是害羞的 .14 .73

我是安靜的 .15 .69

我是健談的 .69 .19

我是精力旺盛的 .74 .16

我是喜歡社交的 .79 .13

我是大膽的 .79 .09

Eigenvalue 2.55 2.39

可解釋的變異量 29.71% 27.93%

註：提取方法：主成分；旋轉法：具有 Kaiser 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a
 旋轉在3次反覆運算後

收斂

依旋轉後各題項的因素載荷大小，我們將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外

傾性人格」和「內傾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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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傾性人格（Cronbach’s α = .77）包含「我是健談的」、「我是精力

旺盛的」、「我是喜歡社交的」和「我是大膽的」四個題項。

內傾性人格（Cronbach’s α = .73）包括「我是孤獨的」、「我是內向

的」、「我是害羞的」和「我是安靜的」四個測量題項。

因素分析的KMO值是 .77，Barlett test的顯著程度p值為 .000，兩

個因素總共解釋了57.64%的變異量。

Ⅵ. 人口學因素

人口學因素設置為：性別（男性 = 1，女性 = 0）、年齡、民族（漢

族 = 1，少數民族 = 0）、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已婚 = 1，未婚 = 0）。

研究發現

主要研究變數的相關關係

表九為本研究主要變數的均值和標準差，以及雙變數之間的相關

分析結果。資料分析結果顯示，鄉村居民網路人際交往（四個方面）的

均值都達到了3以上，超過閾值3，這表明鄉村居民具有較高的網路人

際參與（M = 3.79）、感知交流效率（M = 3.37）、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

（M = 3.69）和陌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M = 3.22）。

表九 主要研究變數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關係

1 2 3 4 5 6 7

1 社會臨場感      1

2 愉悅度 .66**      1

3 啟動度 .64** .68**   1

4 網路人際參與 .60** .58** .43**    1

5 感知交流效率 .61** .58** .64** .51**  1

6 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 .54** .56** .46** .59** .43 1

7 陌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 .49** .47** .56** .38** .48 .51** 1

M 3.49 3.56 3.16 3.79 3.37 3.69 3.22

S.D .64 .74 .82 .62 .82 .71 .89

註︰*p < .05；**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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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鄉村的社會臨場感和情緒相應（愉悅度和啟動度）的均值分

別是3.49、3.56和3.16，因使用5 級李克特量表測量，所以將中值3作

為標準，分別對社會臨場感、愉悅度和啟動度做單樣本 t檢驗。結果 

顯示， 鄉村居民的社會臨場感（t = 27.55，p＜ .001）、 愉悅度（t = 

26.86，p＜ .001）和啟動度（t = 6.95，p＜ .001）顯著高於量表中值，即

鄉村居民在使用社交網路時是以積極的社會臨場感，較高的愉悅度和

啟動度為主。

此外，表中Pearson相關係數表明，社會臨場感與網路人際參與、

感知交流效率、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和陌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都具有

顯著正向相關關係；愉悅度與網路人際參與、感知交流效率、熟關係

網路互動強度和陌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都具有顯著正向相關關係；啟

動度與網路人際參與、感知交流效率、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和陌生關

係網路互動強度都具有顯著正向相關關係；這一結果初步為研究假設

的證明提供了基礎。

社會臨場感對鄉村居民網路人際交往的影響

本研究通過Spss Process 2.15巨集程式，模型編號為Model 4來進

行分析。Process巨集程式是由Hayes（2013）開發，並在近幾年的研究

中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應用。Process巨集程式能夠分析仲介模型、

調節模型和它們之間的組合模型（Sun, Pan, & Chow, 2014）。所以研究

採用它來分析模型間的仲介效應，具有合適性。

另外，因為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方便抽樣和滾雪球抽樣方

法，這會讓樣本資料存在某些特定問題，如方差的計算量很大；估計

抽樣誤差困難等（鄭京平，1987）。所以研究採用Bootstrap方法進行分

析，該方法通過對原始樣本資料進行有放回地隨機抽樣，從而得到與

原始樣本資料相同的大量Bootstrap子樣本。在基於對Bootstrap子樣本

分析的基礎上，計算統計量的估計值，最終獲得統計量的抽樣分佈。

該方法只依賴於給定的原始觀測樣本資料，不需要對隨機變數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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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作任何假設和增加新的資料觀測，因此，是一種非參數統計方

法，能夠對傳統方法產生的某些不足進行克服（Preacher & Hayes, 

2008）。

表十 社會臨場感對鄉村居民網路人際交往品質的迴歸分析（2000 Bootstrap樣本）

網路人際交往品質

網路人際參與95% CI 感知交流效率95% CI

β（SE） LLCI ULCI β（SE） LLCI ULCI

人口學因素

性別 -.02(.02) -.07 .02 .03(.03) -.02 .11

年齡 -.01(.01) -.03 .01 -.01(.01) -.04 .01

民族 .08(.03)* .01 .16 .05(.04) -.04 .15

教育程度 .05(.01)** .02 .08 -.01(.01) -.05 .02

婚姻 .04(.03) -.02 .11 .05(.04) -.03 .14

人格特質
外傾性 -.03(.02) -.07 .01 .01(.02) -.03 .06

內傾性 .16(.02)*** .11 .21 .04(.03) -.02 .10

社交網路使用 
模式

網路自我表露 .01(.02) -.03 .05 -.04(.02) -.10 .01

網路資訊分享 .17(.02)*** .13 .23 .04(.03) -.04 .08

網路娛樂活動 -.01(.02) -.06 .03 .04(.03) -.01 .13

上網時長 .02(.01) -.01 .03 .01(.01) -.02 .03

情緒回應
愉悅度 .21(.02)*** .14 .25 .15(.03)*** .08 .22

啟動度 .05(.02)* .02 .08 .33(.03)*** .27 .42

社交網路使用的
社會心理因素 社會臨場感 .31 (.02)*** .24 .36 .33(.03)*** .26 .42

R
2

.50 .49

F值 92.97 89.37

註：表格中β係數為非標準化迴歸係數，括號中數字SE為標準誤，LLCI和ULCI為95%的

置信區間；性別和婚姻狀況為二分類變數，因此進行了啞變數（dummy variable）處理。性別

（男性 = 1，女性 = 0）、婚姻狀況（已婚 = 1，未婚 = 0）。*p < .05；**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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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社會臨場感對鄉村居民網路人際交往強度的迴歸分析（2000 Bootstrap樣本）

網路人際交往強度

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 
95% CI

陌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

95% CI

β（SE） LLCI ULCI β（SE） LLCI ULCI

人口學因素

性別 -.08(.03)** -.14 -.02 .13(.03)** .06 .22

年齡 .01(.01) -.02 .02 -.05(.01)* -.08 -.02

民族 .12(.04)* .04 .21 .09(.05) -.02 .20

教育程度 .02(.01) -.01 .05 .01(.02) -.03 .05

婚姻 .04(.03) -.03 .11 .06(.05) -.03 .17

人格特質
外傾性 .09(.02)** .04 .13 .19(.03)*** .14 .26

內傾性 .21(.02)*** .15 .26 .15(.03)*** .07 .22

社交網路使用 
模式

網路自我表露 -.01(.02) -.05 .04 .04(.03) -.02 .10

網路資訊分享 .21(.03)*** .15 .26 -.02(.03) -.11 .03

網路娛樂活動 .01(.03) -.05 .06 .10(.03)* .04 .20

上網時長 .01(.01) -.01 .03 .02(.01) -.01 .05

情緒回應
愉悅度 .20(.03)*** .12 .24 .13(.04)* .05 .11

啟動度 .08(.02)* .01 .13 .32(.03)*** .27 .43

社交網路使用的 
社會心理因素 社會臨場感 .17(.03)*** .08 .22 .14(.04)* .05 .23

R
2

.45 .41

F值 86.60 64.97

註：表格中β係數為非標準化迴歸係數，括號中數字SE為標準誤，LLCI和ULCI為95%的

置信區間；性別和婚姻狀況為二分類變數，因此進行了啞變數 (dummy variable)處理。性別

（男性 = 1，女性 = 0）、婚姻狀況（已婚 = 1，未婚 = 0）。*p < .05；**p < .01；***p < .001

研究結果顯示（表十），在控制了人口統計學、人格特質、社交網

路使用模式，以及情緒回應（愉悅度和啟動度）後，社會臨場感與鄉村

居民網路人際交往品質（網路人際參與、感知交流效率）也是顯著正向

的影響關係，即鄉村居民的網路社會臨場感越強，他們的網路人際參

與度就越高（β = .31，p < .001），且感知交流效率就越強（β = .33， 

p < .001）。研究問題1（Q1）得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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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表十一），在控制了人口統計學、人格特質、社交

網路使用模式，以及情緒回應（愉悅度和啟動度）後，社會臨場感與鄉

村居民網路人際交往強度（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和陌生關係網路互動強

度）也是顯著正向的影響關係，即鄉村居民的網路社會臨場感越強，他

們在網路中與熟關係（β = .17，p < .001）和陌生人關係（β = .14，p < 

.001）展開網路互動的強度就越高。研究問題2（Q2）得到回答。

情緒回應的仲介效應檢驗

對於仲介變數而言，是採用Process宏置信區間對仲介效應進行
Bootstrapping分析。判定仲介效應是否顯著的辦法為引數到仲介變數的

迴歸係數和仲介變數到因變數的迴歸係數的乘積項是否顯著不為零，

且置信區間（CI）的上限和下限不包括零。

表十二 愉悅度的仲介效應Bootstrapping分析結果

因變數 效應 標準誤 下限（LLCI） 上限（ULCI）

網路人際參與 .10 .01 .07 .14

感知交流效率 .07 .02 .03 .13

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 .10 .02 .06 .15

陌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 .05 .02 .02 .06

表十三 啟動度的仲介效應Bootstrapping分析結果

因變數 效應 標準誤 下限（LLCI） 上限（ULCI）

網路人際參與 .03 .01 .04 .07

感知交流效率 .18 .02 .14 .23

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 .05 .01 .01 .04

陌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 .18 .02 .13 .24

假設（H3）認為愉悅度和啟動度在社會臨場感對鄉村居民網路人際

交往效果（網路人際交往品質和網路人際交往強度）的影響上起著仲介

效應。

愉悅度的仲介效應：研究結果顯示（表十二），社會臨場感通過愉

悅度影響鄉村居民網路人際參與的仲介效應值為 .10（置信區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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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4〕）；社會臨場感通過愉悅度影響鄉村居民感知網路交流效率

的仲介效應值為 .07（置信區間為〔.03，.13〕）；社會臨場感通過愉悅度

影響鄉村居民在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上的仲介效應值為 .10（置信區間

為〔.06，.15〕）；社會臨場感通過愉悅度影響鄉村居民在陌生關係網路

互動強度上的仲介效應值為 .05（置信區間為〔.02，.06〕）。由於四個效

應的置信區間都不包含0，因此仲介效應是顯著的。

啟動度的仲介效應：研究結果顯示（表十三），社會臨場感通過啟

動度影響鄉村居民網路人際參與的仲介效應值為 .03（置信區間為

〔.04，.07〕）；社會臨場感通過啟動度影響鄉村居民感知網路交流效率

的仲介效應值為 .18（置信區間為〔.14，.23〕）；社會臨場感通過啟動度

影響鄉村居民在熟關係網路互動強度上的仲介效應值為 .05（置信區間

為〔.01，.04〕）；社會臨場感通過啟動度影響鄉村居民在陌生關係網路

互動強度上的仲介效應值為 .18（置信區間為〔.13，.24〕）。由於四個效

應的置信區間都不包含0，因此仲介效應是顯著的。

由此假設H1得到支持，假設成立。

結論與討論

以社會臨場感作為理論基礎和研究起點，本研究探討了社會臨場

感對於中國鄉村居民網路人際交往效果的影響。研究發現為，在控制

人口學因素、人格特質、社交網路使用模式以及情緒回應後，社會臨場

感仍然會對中國鄉村居民網路人際交往品質（網路人際參與、感知交流

效率）和網路人際交往強度（熟關係互動強度、陌生關係互動強度）發揮

著顯著且重要的影響效應。且通過仲介效應檢驗，本文肯定了情緒回應 

在社會臨場感對中國鄉村居民網路人際交往效果影響中的仲介效應。

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大多使用技術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和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模型（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model of IS continuance）對新技術使用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儘管運用

此類模型進行研究可以揭示「有用性」對使用行為產生的影響，但是卻

無法揭示影響人們新技術使用中的「有用性」由何構成，以及影響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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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使用背後的心理因素。事實上，社會臨場感是個體從媒介中所感知

到的主觀品質（subjective quality）或者媒介允許親密和即時性的程度

（Lowry et al., 2006）。因此，本文探討了社會臨場感這一心理學因素對

中國鄉村居民網路人際交往效果的影響。研究結果在肯定了社會臨場

感對網路人際交往強度產生積極顯著影響的同時，還指出了社會臨場

感對網路人際交往的品質具有正向影響。這也就意味著對於中國鄉村

居民而言，「虛擬的在場」對其使用網路有著重要的意義。

鄉村裡，許多人在使用社交網路，每個鄉村居民的使用感受也會

不盡相同，但網路技術所帶來的影響並不是由網路媒介本身決定的，

網路媒介提供的是一個「舞台」，一個較為私密的空間，而真正發揮作

用的是鄉村居民在使用網路媒介的時候，所產生的心理感受，這種心

理感知就是認為彼此雙方都是「真實」存在的，鄉村居民通過技術特質

的功能而實現心理上的「在一起」，感受到了彼此間的親密性，從而決

定和帶來交往的維繫與發展，提高網路交往的頻度和交往的品質。

此外本文發現，情緒回應（愉悅度和啟動度）是作為社會臨場感對

鄉村居民人際交往的仲介因素。在人際交往過程中，有研究證實情緒

對交往雙方的關係聚合和關係承諾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情緒的發揮

能夠減少個體在社會互動中的不確定性，從而更好地激發交往的效果

（Lawler & Thye, 1999）。對於鄉村居民而言，儘管使用社交網路會存在

較高的社會臨場感，但在交往過程中所產生的情緒必然也影響著交往

的效果。尤其在以微信為代表的社交媒體日漸流行的今天，社交網路

成為了高語境的媒介，存在較親密的線上氛圍（online atmospherics），

且鄉村居民能夠通過社交網路較為真實的感知到其他人的存在。這種

強烈的感知心理，自然會通過情感和認知、態度等仲介因素影響著鄉

村居民的交往行為（Eroglu, Machleit, & Davis, 2003）。

該研究的理論價值在於，縱觀以往研究不難發現，新媒體技術的

嵌入與使用對鄉村人際交往的影響是一條相對較為成熟的研究路徑，

但這一路徑存在的問題是過於關注新媒體技術帶來的影響，帶有較強

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視角和意味，缺乏從社會心

理學視角的闡釋。當然，傳統社會學，或心理學研究中也會從個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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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自尊等心理角度有所討論，但這些心理因素更多集中於個體內在

的性格特徵上，缺乏對媒介使用的心理感知因素的關照與討論。也正

是如此，本文試圖區別於技術決定論視角和傳統文化決定論視角，從

社會心理學視角出發加以研究。通過研究發現，我們提出新媒體使用

的社會心理學視角應該成為新的解釋路徑。

本研究的現實意義在於，能夠為有效提升中國鄉村居民人際交往

水準，改善中國鄉村居民人際關係提供了一套新媒體解決方案。眾所

周知，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鄉村居民人際關係正遭遇巨大的挑戰，一方

面，隨著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大力推進，農民外出務工長期

化，村民之間關聯市場化，思想觀念多元化，村民關係日漸生疏，傳

統鄉村共同體正在日益解體（夏支平，2010）；另一方面，大眾媒介文

化的興起，也使得鄉村居民的社會交往「表淺化」（張靜華，2012），人

際關係逐步疏遠（陳建勝，2012）。本研究發現社會臨場感顯著促進鄉

村居民人際交往水準，這表明新媒體在促進鄉村居民人際交往，改善

鄉村居民人際關係上大有可為，通過數字共同體形式的鄉村共同體的

重塑帶來了新的機遇。由此而見，新媒體是為破解當前中國鄉村居民

人際關係困境的一條有效路徑。

此外，本研究對於電信運營商和電子商務企業在鄉村的擴散和業

務拓展方面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一方面企業應該注重媒介的「溫度」

的設計，讓媒介具有一種親和感，強化鄉村居民用戶的滿意度和使用

粘性。另一方面，企業應該重視鄉村居民用戶的使用心理，利用大資

料等技術獲取使用者的心理需求，從而不斷完善媒介的功能設置，增

加更有「人情味」的應用。

此外，由於社交網路給鄉村居民帶來了較大的影響，所以政府部

門也可以積極利用社交網路建立鄉村網路，實現鄉村居民間的交往互

動，提高鄉村的凝聚力，達到更好地維持鄉村秩序和便於鄉村治理。

另外，鄉村還可以通過社交網路整合本村和鄰村的資源，將外出的鄉

村青年人員和鄉村精英通過社交網路建立交往與維繫關係，利於保持

鄉村的有序發展與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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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局限與未來發展

本文的局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研究的樣本收集為東部

（山東、江蘇）、中部（湖南、江西）和西部（雲南省、甘肅省和湖北省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三個地域的鄉村地區，東部和西部的城市選擇上

考慮到了北方和南方的選擇，但在中部地區的兩個城市均集中於南方

地區，由於研究資源的缺乏，未能均衡選擇。（2）在研究主體上，因對

人際交往的概念界定，將其從鄉村人際互動、鄉村人際關係和鄉村社

會資本三個面向考量，但實際人際交往也包含很多重要的方面，如鄉

村權力關係等，因研究關注角度的設置，未能給予進一步挖掘。（3）研

究採用調查問卷挖掘社會臨場感對鄉村居民網路人際交往的影響，雖

然地域上選擇了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受訪者，但未能進行地域間的比

較。（4）在針對社會臨場感對鄉村居民網路人際互動和網路網路人際關

係的影響上，未能考慮到社會臨場感對鄉村居民現實人際互動和現實

人際關係的影響。

根據研究局限以及研究未來發展方向，本文提出以下研究的展

望：（1）未來研究可以在關注社會臨場感的基礎上，對模型進行改造與

完善，加入「網路信任」和「網路隱私關注」等重要的因素。（2）因為研

究的主體為中國鄉村居民，所以未來研究可以針對城市居民進行研

究，從而將城市與鄉村進行具體的比較，以發現和討論其中的異同。

（3）因本文關注的主體是鄉村居民，在其社交網路等新媒體技術使用

上，網路自我效能、感知易用性、家庭經濟狀況等也是十分重要的因

素，未來研究可以將這些因素納入考量。（4）未來研究可以將人際交往

進一步擴展，納入權力關係等方面，同時也可以聚焦於鄉村或者城市

人際傳播上，使得研究更加豐富。（5）未來研究還可進一步考慮將「社

會臨場感」進行維度劃分，如從其內涵著手將其分為「心理參與」、「共

在意識」、「親密性」與「行為契合度」，並將這些維度與人際交往建構關

係模型，或者從「社會臨場感」的面向出發，將其劃分為「認知社會臨場

感」、「情感社會臨場感」和「意識社會臨場感」，並揭示它們與人際交往

的潛在關係，更進一步地解析社會臨場感給人際交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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